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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定位冲突下刑事简易程序的
实践困境及其再改革
———基于判决书的大数据挖掘

龚善要　王禄生

摘要:对超过３００万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大数据挖掘显示,肇始于２０１２年的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并未完全

实现预期目标.从内部视角看,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和诉讼效率持续下降,作为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简易

程序合议审始终保持低位运行,潜力未被充分释放.从外部视角看,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相比在效

率、量刑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相比只在效率上具有优势,在对被告人程序选

择有重要影响的量刑维度上,两者之间并无实质差别.刑事简易程序遭遇的上述实践困境是由改革过程

中内部定位冲突与外部定位冲突的合力所致.下一步改革的目标是,明确刑事简易程序的制度定位,将简

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融合.同时,推动简易程序合议审与认罪认罚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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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审判组织形式等诸多方

面作了重大调整.立法者期待在提升简易程序适用率的同时,推动整个刑事诉讼效率的优化.经过

多年的发展,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立法者的目标? 对此,不少学者展开了相关

研究,并得出了简易程序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的结论① .既有的研究为我们把握刑事简易程序的

实施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但需要说明的是,已有文献研究的内容虽已涉及诸多方面,部分研

究也采用了实证研究的范式,但仍然以抽样调查为主,而在“１２刑诉”修订之后② ,对简易程序改革成

效的全局性、体系性、历时性的考察还较为有限.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作为“１２刑诉”简易程序条款修

订的重要内容,简易程序合议审和简易程序独任审已然表现出差异化的实践面相,对此二维划分所可

能导致的定位冲突问题,学术界尚缺乏较为细致的观照.
因此,本文在参考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自然语义识别技术,对刑事一审裁判文书大数据进行

深度挖掘,对“１２刑诉”生效后简易程序的改革做全局性、体系性和历时性的评估.尤其值得强调的

是,为了加深对刑事简易程序实践困境的解读,本文以简易程序合议审和独任审为切入点,将简易程

序放置到与普通程序、速裁程序横向对比的视角下展开.本文将尝试证明刑事简易程序合议审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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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审的二维划分使得简易程序出现定位模糊,弱化了其与速裁程序、普通程序的比较优势,进而造成

了实践中的诸多困境.

一、研究框架、数据来源与数据提取

(一)研究框架

比较而言,“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条款(第２０８条至２１５条)在“９６刑诉”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

的完善性修改.其中,新增２条,修改４条,增修幅度占现有条文的７５％,修改幅度不可谓不大.具体

而言,“１２刑诉”所增修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由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直接扩充为基层法院管辖的所有案件.从立法者的解读来看,扩大

范围旨在提高适用率,进而优化诉讼效率①.二是对简易程序内部进行了双层结构设计,分别设立简

易程序合议审和独任审两种审判组织形式.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可以采用独

任审或合议审;对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则必须使用合议审.三是赋予被告人以简易

程序的选择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明确简易程序改革的成效,就必须关注并分析简易程序的适用

率、简易程序独任审和简易程序合议审的适用率以及简易程序诉讼效率等指标.同时,不容忽视的

是,“１２刑诉”简易程序改革之后,我国相继推出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制度改革,因此要考察刑事简易

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现状,还必须将其放置到认罪认罚的制度背景之下,关注其与速裁程序、普通程

序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笔者确定了大数据挖掘的基本架构,包括适用率、诉讼效率和量刑分布在

内的３个一级指标和１０个二级指标(见表１).从类型对比上看,所有指标都按照普通程序、简易程

序、简易程序合议审、简易程序独任审、速裁程序进行分组输出,以反映简易程序与其他程序的对比情

况;从时间对比上看,所有的数据都按照年份展开,以反映出特定指标的变化趋势.

表１ 刑事简易程序大数据挖掘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适用率② 简易程序适用率,简易程序合议审适用率,简易程序独任审适用率

诉讼效率③ 审判效率(平均审判时间),处断效率(平均处断时间)

量刑分布④ 无罪率,免予处罚率,缓刑率,轻刑率(刑期≤３年),非轻刑率(刑期＞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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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明:«正确适用修改后刑事诉讼法 不断开创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就刑事诉讼法司法解

释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０３版;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刑事判决书会对庭审采用的程序做明确的说明,因此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分别提取上述说明就可以识别不同程序的案件

数量,进而计算适用率.在提取时需要注意不能仅仅依靠关键词匹配,而是要排除否定性陈述,比如部分判决书可能表述

为“本案不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本案由简易程序转变为普通程序”等.此外,通过提取判决书尾部审判人员的构成,文本

挖掘技术可以识别合议审与独任审.由此,简易程序适用率＝采用简易程序案件数÷案件总数.简易程序合议审适用率

＝采用合议审的简易程序案件数÷案件总数.简易程序独任审适用率＝采用独任审的简易程序案件数÷案件总数.
刑事判决书会对各个重要时间节点做明确的记录,比如第一次强制措施的时间、起诉至法院的时间、一审判决作出的时

间.因此,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可以提取上述时间,并自动计算两者之间的间隔.“审判效率”是指从被告人被检察机关起

诉之日起至法院作出判决之日形成的平均时间,计算公式为:审判效率＝所有案件审判阶段花费总天数÷案件总数.“处
断时间”是指从犯罪嫌人第一次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至最终判决做出之日的平均时间,计算公式为:处断效率＝所有案件

总处断天数÷案件总数.需要承认的是,起诉至法院的时间并非所有文书的必备内容,因此“审判效率”的计算存在不同

比例的缺失值(missingvalue).
刑事判决书会对每个被告人的量刑情况分别作出详细说明,因此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可以提取相应刑罚并计算其分布状

况.此处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不同刑罚与不同被告人的精准对应.也正因如此,“量刑分布”的指标计算以人数为分母,
不同于“适用率”和“诉讼效率”以案件数为分母.



(二)数据来源

２０１３年７月,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海量文书的上传与获取成为可能.受政策支持与技术支

撑的双重影响,裁判文书网已经汇聚了千万级的文书数据量,并初步围绕时间、区域、案由等常规要素

进行结构化统计.因此,以裁判文书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不仅成为可能,也成为当前的热点.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数据并不是在裁判文书网上进行直接的筛选与挖掘,而是通过“爬虫技术”

(Python)实现文书的自动、实时“爬取”与裁判文书数据库的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具体的数据挖掘

工作.在对数据进行正式的挖掘与分析之前,笔者所在的数据团队首先对数据库里的裁判文书进行

技术性清洗.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清洗,一共去除掉５９３８７份空白文书,１１０７２７份重复文书,１４８４３份

错误文书.经清洗后,共得到３２６２８８０份一审刑事文书,其中,一审判决书３２０４３２８份,一审裁定书

５５７４２份,其他一审文书２８１０份(见表２).

表２ 刑事简易程序大数据挖掘基本样本数据

样本基本数据 清洗前 清洗后

一审刑事文书

总数 ３４４７８３７ ３２６２８８０

一审判决书 ３３５９３７１ ３２０４３２８

一审裁决书 ８３９３２ ５５７４２

一审其他 ４５３４ ２８１０

尽管公开的裁判文书已全面覆盖了除我国港澳台地区之外的其他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在

时间年限上包括了１９９６年以来的各个年份.但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裁判文书的研究并不是“全样本”
研究.已有的文献也指出,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文书不及全量的一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无法

查到①.从 ２０１３ 年起,已公布的裁判文书大致占到同期全国法院刑事一审 审 结 案 件 总 数 的

５５２４％②.因此,基于裁判文书展开的大数据研究需要持以谨慎的态度,现有大量不完整数据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司法实践问题解读的准确性,也可能会使相关研究存在一种潜在的风险③.
但是,“大数据不仅在数据量、丰富性方面远超小数据,而且经过清洗后可以具有相当的全局代表

性”④.除此之外,本文涉及的是刑事案件简易程序,不仅案件事实清楚准确,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

排除了重大影响案件的适用.整体而言,简易程序案件上网阻碍因素相对较小,数据样本不会出现系

统性的缺失.因此,本文以此数据为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数据提取

区别于传统小数据、抽样式的实证方法,本文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大样本的文本挖掘.但现有的数

据挖掘大多数是基于关键词的检索匹配,虽然这种粗放式的检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获取相应的数据,
但是,由于检索方式的局限性,数据无法做到精确性与定向性⑤.为避免现有数据挖掘的弊端,笔者

所在的团队开发了专用的数据挖掘工具.专用的数据挖掘工具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与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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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３０３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唐应茂:«司法公开及其决定因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数据分析»,«清华法学»２０１８第４期.
左卫民:«迈向大数据法律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王禄生:«论刑事诉讼的象征性立法及其后果———基于３０３万判决书大数据的自然语义挖掘»,«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不同,笔者所在的团队通过正则表达式①的方法尽可能地穷尽检索词汇并优化检索规则.其次,区别

于关键词全文检索或大段落检索,本文所采用的检索工具可以实现分段、分词挖掘式检索,进一步缩

小检索范围,提升数据的精度.最后,本文采用的检索工具可以通过随机抽检的形式验证文书数据.
事实上,本文的数据就是在多轮随机抽检的基础上反复进行验证、完善而最终确定的.

二、刑事简易程序运行现状的大数据观察

(一)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概况

１适用率

前文已经提及,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扩大案件适用范围,提升整体适用率.因

此,改革成效的关键指标就在于适用率的变迁情况.大数据挖掘显示,２０１２年之后,刑事简易程序适

用率进入明显的下降通道,由２０１３年的６２％下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５２６％.在观察年限内,除２０１７年外,
其余年份均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环比增长率分别为 ７３％、７５％、３２％、２１％.

为了进一步获取刑事简易程序的内部运行状况,笔者对简易程序合议审和简易程序独任审进行

了分别挖掘.挖掘结果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在刑事简易程序中,独任审占据了绝大多数.２０１２年

立法修订新增的简易程序合议审的适用率一直处于低位运行.平均而言,简易程序合议审在统计年

份内的适用率为７％,独任审的适用率为４８３％,两者相差高达４１３个百分点;其二,在观察周期内,
无论是简易程序合议审抑或简易程序独任审的适用率均进入下行通道(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

２审判效率

除了提升适用率之外,２０１２年刑事简易程序改革的重要目标还在于改善刑事司法的诉讼效率.
对此,笔者首先关注了样本案件在审判阶段平均耗时的指标“审判效率”,也就是案件由公诉机关诉至

法院到一审判决作出之间的时间间隔.从审判效率上来看,简易程序在观察年限内总体较为稳定,但
相较而言略有下降.详言之,２０１７年所有简易程序在审判阶段的耗时相较于２０１３年而言,增加了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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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则表达式通常被用来检索、替换那些符合某个模式(规则)的文本,是对字符串操作的一种逻辑公式,就是用事先定义好

的一些特定字符以及这些特定字符的组合,组成一个“规则字符串”,这个“规则字符串”用来表达对字符串的一种过滤

逻辑.



天,其中简易程序独任审增加了０９天,而简易程序合议审则增加了３５天①(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刑事简易程序审判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 １４４ １５３ １５６ １６２ １５７

简易程序独任审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４３ １３８

简易程序合议审 ２５２ ２７０ ２７７ ２９１ ２８７

３处断效率

“处断效率”考察的是案件在一审刑事诉讼中的停留时间,也就是从嫌疑人/被告人第一次被采取

强制措施到一审判决作出之间的时间间隔,它是“审判效率”之外的刑事司法效率的重要指标.与审

判效率相同,简易程序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的耗时也略有增加.其中,２０１７年的简易程序独任

审较之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４３天,而简易程序合议审则增加了１０７天(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刑事简易程序处断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 １４３２ １４０１ １３９５ １４３２ １４８３

简易程序独任审 １３６１ １３２５ １３１８ １３５６ １４０４

简易程序合议审 １８４６ １８１９ １８２３ １８７４ １９５３

４刑期分布

“刑期分布”是对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量刑情况的挖掘.表５的数据显示,简易

程序被告人的量刑主要集中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包括缓刑、免予处罚和无罪.在观察周期

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简易程序被告人平均占比可达９４４％.可见,尽管将可能判处超

过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被告人纳入简易程序并配置合议审的审判组织方式,是２０１２年刑事简易程序

改革的重要亮点之一,但在实践中,简易程序被告人刑期分布高度集中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换

言之,简易程序实际覆盖的案件范围与“９６刑诉”相比没有实质差异(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量刑分布一览表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免予处罚及无罪 ０６％ ２０％ １９％ １６％ ０８％

缓刑 ３１２％ ３５２％ ３４８％ ３６３％ ３７９％

刑期≤３年(实刑) ６１１％ ５８３％ ５８８％ ５６７％ ５４７％

刑期＞３年 ７１％ ４５％ ４５％ ５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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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指出的是,“１２刑诉”对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做了区分规定,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延

长至一个半月.换言之,相对于“９６刑诉”而言,“１２刑诉”实际上延长了部分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因此,简易程序审判

效率的下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１２刑诉”对法定审理期限修改有关.



　　(二)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与刑事速裁程序的比较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刑事速裁程序改革.从适用条件上看,简易程序独任审和速

裁程序具有一定的重合性①,速裁程序的推广事实上形成了对简易程序适用案件的再切分.因此,要
更好地分析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成效,就必须将其放置到速裁程序改革的背景之下,比较简易程序独

任审与速裁程序的运行情况.

１审判效率

从审判效率对比来看,尽管速裁程序的审判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然明显高于简

易程序独任审.详言之,在速裁程序试点之初,每个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停留的时间只有４４天,比简

易程序独任审节约９１天.随着速裁程序试点的推行,对审判效率的“极致”追求一定程度上有所变

化,由此导致了审判阶段耗时的增加.尽管如此,其相较于简易程序独任审而言仍具有绝对优势,以

２０１７年为例,速裁程序在审判阶段停留的时间为７５天,相较于简易程序独任审而言节约６３天的时

间(见表６).

表６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审判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独任审 １２．９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４．３ １３．８

速裁程序 N/A ４．４ ６．５ ７．２ ７．５

２处断效率

处断效率考察的是刑事案件被告人在整个刑事一审程序的停留时间.按照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设

计,速裁程序对效率的优化是全流程意义上的,涵盖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而简易程序的简化则只

在审判环节.因此,相较于审判效率而言,速裁程序在处断效率方面的优势更加显著.２０１７年,速裁程

序的处断时间为１１３７天,比简易程序独任审少２６７天(见表７).结合表６和表７我们可以进一步得

知,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在审判阶段,速裁程序节约了６３天,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则节约了２０４天.

表７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处断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独任审 １３６．１ １３２．５ １３１．８ １３５．６ １４０．４

速裁程序 N/A １２７．８ ９９．９ １０５．８ １１３．７

３缓刑比例

尽管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中并不包含对被告人在量刑方面的优惠.然而,“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

改革赋予了嫌疑人/被告人程序选择权.换言之,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意”成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前提

条件.因此,我们在考察简易程序运行状况时不能只关注效率的提升,还应该关注量刑的分布.尤其

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言,缓刑的适用与否对嫌疑人/被告人的选择而言具有实质性影响.表８的数

据显示,在速裁程序试点之初,其在缓刑比例方面相较于简易程序独任审的优势并不显著.也正因如

此,学界对速裁程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未能给嫌疑人/被告人带来实质的量刑优惠②.然而,随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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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试点之初,刑事速裁程序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相当于在简易程序独任审的主要适

用案件中切割了一部分.关于两者在适用上的“重叠现象”,可参见周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类型体系化探究———以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刘广三、李晓:«刑事速裁程序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法学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裁试点的推进,其在缓刑比例方面的优势逐步扩大(见表８).

表８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缓刑比例一览表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独任审 ３１．５％ ３５．２％ ３４．７％ ３６．３％ ３７．９％

速裁程序 N/A ３６．８％ ４０．５％ ４３．２％ ４３．０％

(三)刑事简易程序合议审与刑事普通程序的比较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２０１２年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吸收了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下称«简化审意见»)推出的

“普通程序简化审”,是对该制度的经验总结与立法确认①.因此,严格而言,“１２刑诉”简易程序中的

“独任审”属于原有“９６刑诉”的“简易程序”,而“合议审”则属于“普通程序简化审”.在此背景下,笔者

在挖掘刑事简易程序实际运行状况时,就将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进行了横向比较.

１．审判效率

承继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简易程序合议审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在审判效率方面有明显的优

势,很好地体现了“简化审”带来的效率提升.从表９可知,简易程序合议审的平均审判耗时为

２７．５天,同期普通程序的审判耗时为７２．６天,两者相较而言,简易程序合议审的审判时间缩短了４５．１
天(见表９).

表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审判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合议审 ２５．２ ２７．０ ２７．７ ２９．１ ２８．７

普通程序 ６４．９ ６７．７ ７１．６ ８１．１ ７７．６

２．处断效率

与审判效率类似,在整个处断时间上,简易程序合议审也体现出效率上的优势.平均而言,简易

程序合议审的处断时间为１８６３天,普通程序的处断时间为２５５４天.也就是说,在侦查、起诉和审

判三个环节的耗时上,简易程序合议审要节约６９１天的时间(见表１０).

表１０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处断效率一览表 (单位:天)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合议审 １８４．６ １８１．９ １８２．３ １８７．４ １９５．３

普通程序 ２４７．４ ２４４．８ ２５０．３ ２６５．３ ２６９．１

３轻缓刑比例

与诉讼效率方面呈现出来的“泾渭分明”相比,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案件被告人的轻缓刑

的比例则没有显著的差异.表１１的数据显示,在简易程序合议审中,被告人的轻缓刑比例甚至还略

低于普通程序的被告人.换言之,尽管采取简易程序合议审可以带来效率上的提升,但同时会给被告

人带来轻缓刑可能性的下降(见表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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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英辉、刘广三、何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历史梳理与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１５页.



表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简易程序合议审与普通程序轻缓刑比例一览表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简易程序合议审 ６９．２％ ７４．５％ ７６．９％ ７８．９％ ７９．７％

普通程序 ７３．８％ ７７．９％ ７９．１％ ８０．１％ ８０．８％

三、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困境及其成因

(一)刑事简易程序实践困境的归纳

相较于“９６刑诉”的简易程序,“１２刑诉”简易程序在适用范围、前置条件、二元审判组织区分等方

面的修改可谓是根本性的.从立法者的解读来看,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张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提
升适用比例,进而推动案件的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然而,从数据上来看,该立法目标并未完全实

现,被寄予厚望的刑事简易程序改革面临着明显的实践困境.
第一,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目标并未完全实现.前文已经反复提及,“１２刑诉”的新简易程序包括

两个组成部分,即“９６刑诉”中的“简易程序”以及２００３年«简化审意见»所构建的“普通程序简化审”.
前者对应“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独任审,后者对应“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合议审.实际上,从“９６刑诉”
生效开始,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就一路提升①.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
全国公诉案件的简易程序比例分别为３９８％和４１３％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２０１３年后呈现下

降态势,但“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独任审的比例相较于立法修订之前的原有简易程序而言,确实有一定

的提升(见前图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１２刑诉”中简易程序合议审的成效则未达预期.其整体适

用比例始终维持在６％ ７％之间,并呈现出走低趋势.予以佐证的是,在刑罚的判处上,如表５所示,
适用简易程序所判处的超过三年有期徒刑刑罚的案件也十分有限,观察年限内的平均数量仅维持在

５６％左右③.也就是说,立法者寄予厚望的增量部分成效远低于预期,且持续处于低位运行.在此

意义上,尽管“１２刑诉”在简易程序的改革中扩大了其范围并实现了内部结构的双层审判模式的划分,
但实践层面的运行没有对法律层面的修订予以有效回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割裂.

第二,简易程序独任审相较于速裁程序而言处于全面劣势.正因为简易程序合议审在适用率上

的低位运行,在实践中,简易程序最为核心的适用空间就局限在那些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的案件,也就是简易程序独任审的覆盖范围,这便与速裁程序的适用案件范围发生实质竞合.因此,
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在效率、量刑等方面的对比,将会直接影响简易程序独任审的改革效果.
然而,本文的数据挖掘已经证明,简易程序独任审相较于速裁程序而言,在审判效率、处断效率和缓刑

比例等方面的劣势是全方位的(见前表６、表７、表８).上述比较劣势使得简易程序独任审的制度定位

遭到重大挑战.速裁程序的大力实施极大地压缩了刑事简易程序最为核心的适用空间.速裁程序越

是成功,简易程序独任审存在的必要性就越面临文本与实践的双重正当性拷问.从数据上看,简易程

序独任审在２０１３年之后适用比例的持续下降便是明证.事实上,这种下降幅度只是建立在速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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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永忠:«刑事案件繁简分流的新视角———论附条件不起诉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的立法建构»,«中外法学»２００７年第

６期.
参见«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１３»第１２１５页和«中国法律年鉴２０１２»第１０７０页.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之外,自诉案件同样可以适用.
简易程序合议审的适用案件范围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因此在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合议审时,量刑的大致

范围只是一种“可能”.在实践中,部分合议审的案件最终判处了低于三年有期徒刑的刑期.其结果便是,表５中超过三

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比例低于图１中简易程序合议审的案件比例.



有限试点的基础之上.可以预见,在速裁程序进入立法并大范围推广之后,这种下降将是根本性的.
第三,简易程序合议审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量刑优势不足.实证数据已经表明,在审判效率、处

断效率方面,简易程序合议审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确实有显著的优势(详见前表９、表１０).然而,正
如前文指出的那样,２０１２年刑事简易程序改革较之“９６刑诉”而言,增加了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

权.因此,从提升简易程序适用率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在文本和实践上给予被告人以足够的正向激

励.实际上,作为简易程序合议审的前身,２００３年出台的«简化审意见»第９条,明确将普通程序简化

审与被告人的量刑优惠对应,规定“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然而,上述对应关系在“１２刑诉”中并未被明

确吸收进入立法文本.由此,“１２刑诉”的简易程序对被告人的制度激励,就仅在于审判环节的效率提

升.本文的大数据挖掘也揭示了这一问题,表１１的数据表明,简易程序合议审相较于普通程序而言,
被告人获得轻缓刑的比例并没有实质性差别,甚至简易程序还略有不如.由此,简易程序合议审对于

被告人的制度激励,可能并未与普通程序形成足够的梯度区分.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合议审的二

元结构中,被告人并不必然倾向于后者.
(二)刑事简易程序实践困境的成因分析

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实践困境的实质,是简易程序在内部定位冲突与外部定位冲突的双重交织影

响下所导致的“定位困境”.因此,要深入理解实践困境的形成,就必须对内外两个维度的定位冲突作

详细的梳理.
一方面,在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内部定位冲

突.简易程序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吸收固然有助于扩大适用范围,然而,由于“９６刑诉”中原简易程序

与２００３年«简化审意见»所确立的普通程序简化审在诸多方面的差异,由此导致了新简易程序强行合

并了两个不完全兼容的制度,造成简易程序的内部定位冲突.具体而言,普通程序简化审起源于普通

程序,其在公正与效率的二元价值选择上与普通程序保持一致,即倾向于公正的保障.“１２刑诉”之
前,普通程序简化审与简易程序在案件范围、审判组织形式、程序简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均来自上述

价值定位的差异.举例而言,为了保障公正,普通程序简化审采取合议审,而简易程序采取独任审;同
样为了保障公正,普通程序简化审在庭审阶段的简化程度也与简易程序不可同日而语.在此背景下,
当立法者需要将两者合并为一项制度时,势必需要“削足适履”,在原有简易程序的基础之上添加大量

普通程序简化审的元素.举例而言,“９６刑诉”中简易程序的审限为２０天,而由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

加入,新简易程序就只能将合议审的审限延长至１个半月,并导致新简易程序在审判效率方面的下

降.因此,新简易程序相较于原简易程序而言,在定位上显得更加中庸,失去了其相对于普通程序的

纯粹度.
另一方面,在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认罪认罚与速裁程序改革又使得简易程序面临显著

的外部定位冲突.其一,在“１２刑诉”简易程序改革的成效尚未充分释放的前提下,全国范围内从

２０１４年开始又推动了比简易程序更加简易的速裁程序改革.比较而言,速裁程序的实施不论是在效

率上还是在量刑上都显著优于简易程序.在此意义上,刑事简易程序改革发生了“目标替代”———最

初被寄予显著提升诉讼效率的目标被速裁程序所替代.正因如此,学界普遍认为,速裁程序实质上是

对简易程序的再次分流①,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形成了明显的外部定位冲突.其二,无论是“９６刑诉”
还是“１２刑诉”,对简易程序的适用前提之一都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

异议的”,即“认罪”.此种前置条件在认罪认罚制度改革之前并无明显的不妥.然而,在认罪认罚制

度改革大范围推进的背景下,“认罪”与“认罚”已经具有逻辑上的紧密关联.在此背景下,简易程序适

用条件单纯以“认罪”为前提,而排除“认罚”就显得与整个改革背景不相适应.简易程序与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也形成了外部定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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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卫东、胡晴晴:«刑事速裁程序改革中的三重关系»,«法律适用»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四、刑事简易程序实践困境的应对策略

既然“１２刑诉”中简易程序改革的实践困境是由内部与外部两个维度的定位冲突所致,那么对其

再改革也应从这两个维度入手,通过消除定位冲突,使简易程序定位更加纯粹,并实现与认罪认罚、速
裁程序改革的协调.

一方面,推动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的融合.如果说在速裁程序尚未完全推行的情况下,简
易程序独任审尚有独立存在的正当性,那么在速裁程序写入“１８刑诉”并在全国推行之后,简易程序独

任审的独立价值就将受到根本冲击.如表１２所示,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独任审在案件范围、审判形

式、适用法院、适用前提等方面高度重叠,其中最为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以“认罪”且“认罚”为适用

前提,而后者仅规定了“认罪”的前置条件.与适用条件高度重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速裁程序与简易

程序独任审对于嫌疑人/被告人的制度激励,犹如云泥之别.具体来看,速裁程序是对整个诉讼流程

的简化,其对诉讼效率的提升明显优于仅关注审判流程的简易程序.这一点,表６和表７的数据就是

明证.同时,速裁程序中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制度和实践层面的量刑“优惠”,而简易程序的嫌疑人/被

告人则无法获得上述正向激励.此外,速裁程序的嫌疑人/被告人还可以获得强制措施方面的优

待①.对此,简易程序的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不享有.换言之,对于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能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依法可以适用速裁程序并获得效率、量刑、强制措施方面的激励,而
如果嫌疑人/被告人只认罪而不认罚,则只能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并失去在效率、量刑、强制措施方

面的优待.在此背景下,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嫌疑人/被告人只认罪而不认罚的内在驱动就十分有限.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随着认罪认罚制度改革的大力推进,认罪与认罚在刑事诉讼制度层面的关联日益

紧密———认罪高概率意味着认罚.由此,只要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刑期范围符合规定,那么无

疑优先适用速裁程序.此时,简易程序独任审的独立制度定位就在与速裁程序的比较劣势中逐步消

解.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刑事简易程序再改革中,可以将简易程序独任审整体归并融合到速裁

程序之中.由此,简易程序仅保留刑期超过三年的合议审模式,也就是“１２年刑诉”之前的普通程序简

化审.此时,再改革后的刑事简易程序就具有更加纯粹的制度定位,并与速裁程序、普通程序形成清

晰的定位区分.

表１２ 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独任审适用条件与适用结果对比表

案件范围 审判形式 适用法院 适用前提 诉讼效率 量刑优待 强制措施优待

速裁程序 刑期≤３年 独任审 基层法院 认罪认罚 全程简化 有 有

简易程序独任审 刑期≤３年 独任审 基层法院 认罪 审判简化 无 无

另一方面,推动简易程序合议审与认罪认罚的衔接.将简易程序独任审与速裁程序融合只是简

易程序再改革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实现简易程序合议审的适用条件与认罪认罚相衔接.
前文已经反复提及,在认罪认罚法定化的背景之下,认罪与认罚已经具有了高度的关联性.在此情形

下,简易程序合议审适用条件中仅“认罪不认罚”的专门设置的必要性已经弱化.从与认罪认罚相衔

接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再改革后简易程序的适用前提由“认罪”调整为“认罪认罚”.此时,简易程序就

因为与认罪认罚制度的紧密关联而跳出了片面简化审判环节的制度设定,获得了对全流程简化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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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定位冲突下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困境及其再改革

①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二)»中
提到,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在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且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取

保候审.



刑优待的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按照明晰定位和制度衔接的再改革思路,刑事诉讼程序最终可被调整为普通程序、简

易程序(仅保留超过三年刑期案件的合议审)和速裁程序.以认罪认罚为判断标准,如果嫌疑人/被告

人认罪认罚,则根据其刑期进行划分,其中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采用速裁程序,由
法官独任审理,整个程序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案件,则采用再

改革后的简易程序,由法官合议审理,整个程序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对于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

罚的案件,通常意味着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存在重大争议,此时则采用普通程序,以完整的程序来

最大化保障诉讼公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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